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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亲属类与非亲属类称谓语的指

向性意义——对北京某公墓的考察
殷成竹

摘要：称谓语是对人们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的定位，而作为非交际情境下的墓碑称谓语

在亲属与非亲属语义特征的选择上同样体现了这一点。本研究从称谓语的指向性意义出

发，基于 Blommaert 的指向性秩序理论分析了北京某公墓墓碑上对逝者称谓语的使用情

况。研究发现，尽管亲属类称谓语有着明确的指向性意义，但非亲属类称谓语所指向的

层级需要结合墓碑整体和语境来判断。称谓语的选择指向了不同层级的逝者身份认同，

进而为逝者纪念的私人性或公共性提供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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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死亡”虽然是人类的物质性终点，但逝者的身份认同并不会因为肉体的物质性消灭而

消失[1]，而墓葬则是维持逝者身份认同的重要物质形式，生者可以通过墓葬对逝者进行纪念。

其中，墓碑作为一种多模态的符号聚合体（semiotic assemblages）[2]，是公墓的语言（符号）

景观[3][4]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墓碑文本也可以被看作是死亡话语（death discourse）[5]的一种

形式。墓碑文本中，除了逝者的姓名外，最为凸显的符号要素当属伴随姓名前后的对逝者的

某一社会身份或社会头衔的指称（参见图 1墓碑示例的红框内的部分），这类成分普遍存在

于墓碑文本中，可以被认为是墓碑文本符号要素中的必要成分。这类名词性成分不仅仅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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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的简单指称，更是对逝者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故可以看作是对逝者的称谓语

（address terms）1。

图 1：墓碑示例

称谓语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话题，在人际交流（包括直接的面对面交流与

书信等间接交流）中，称谓语被看作是对参与者关系的定位[6]，是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话语

手段。传统的称谓语研究已经对交际情境中称谓语的选用有了较多研究，既包括对个别称谓

词的选用[7][8]，也包括整体称谓语选择系统的建构[9][10][11]。交际情境下的言语活动发生在至

少两个说话人之间，因而称谓语的一个重要作用即是直接称呼对方。而在非交际情境下，由

于交际对象的缺失，称谓语便只能用作叙称，尽管这种情况下称谓语的使用失去了对说话人

交际角色定位的功能，但仍具有对被称谓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进行定位的功能。墓碑作

为生者纪念逝者的重要符号化媒介，对逝者称谓语的使用界定了逝者以何种特定的身份得到

纪念。尽管相比于交际情境，墓碑称谓语的使用得到研究者的关注较少，但仍有个别研究注

意到了其存在，如 Giguere在调查美国 18-19世纪墓志铭时便注意到对男性与女性的逝者的

称谓语分别指向了职业身份与家庭身份[12]，而 Karimnia 和 Jafari对伊朗墓志铭的研究发现

对逝者的称谓语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语步，具体用词也体现了性别方面的差异[13]。然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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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一方面在主题上局限于性别的差异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范畴，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仅

仅是意识到墓碑上所存在的对逝者的不同指称模式，但并没有将这些指称逝者的名词性成分

视作对逝者的称谓语，因而在具体的分析方面对称谓语所具有的对被称谓者社会角色与社会

关系的定位的体现略显不足。因此，将称谓语的概念引入对墓碑文本中对逝者身份认同的话

语建构的分析中可以较好的理解生者与逝者之间关系的建立模式，进而进一步加深对墓碑所

起到的对逝者纪念中介作用的理解。

张积家和陈俊将“亲属/非亲属”作为汉语称谓语的概念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维度[14]，而

鉴于我国的殡葬活动一般由逝者的亲属负责，因而这一维度在墓碑称谓语的语义成分上也有

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亲属类与非亲属类称谓语在墓碑上的使用

如何建构了逝者的身份认同？笔者之前的研究[15]已探索了包括父母类与非父母类的亲属类

称谓语意义的历时变迁与共时变异，但尚未对非亲属类称谓语进行研究，而在实际的墓碑设

计中，这几类称谓语的分布情况及其在逝者身份认同建构上的潜势还有待研究。据此，本研

究将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拓展研究的范围，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称谓语在公墓墓碑上的分布情

况讨论公墓墓碑亲属类（父母类、非父母类）与非亲属类称谓语在建构逝者身份认同上的可

能性，并进一步探讨其所反映的对逝者纪念模式的差异。

二、分析框架

对墓碑称谓语的分析首先要确定称谓语的类型。按照亲属关系类型，亲属类称谓语可分

为父母类与非父母类两类，后者包括了除父母之外其他任何长辈、晚辈和同辈的亲属类称谓

语。非亲属类称谓语则可参考马宏基与常庆丰对社会称谓语的分类[16]，将其分为零称谓 2、

通称与职业称三类。可以看出，亲属类称谓语在语义范围上被局限于“家庭/家族”这个框

架内，而非亲属类称谓语在语义上涉及的范围更广，既涉及到作为社会成员的“先生/女士”、

“同志”乃至零称谓，也涉及到与具体职业相联系的“教授”、“画家”等。由此可以看出，

亲属类与非亲属类称谓语的选择，所指向的逝者的身份往往可以归结为家庭领域或社会公共

领域这样不同范围的社会网络中，具有层级性的差别。因此，本研究借用了社会语言学家

Jan Blommaert的指向性秩序（orders of indexicality）理论[17]作为基础来探讨相关的问题。

指向性（indexicality）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可以简单地界定为语言（符号）

与特定社会意义的联系，即特定的语言（符号）指向（index）了特定的社会意义，具体而

言指的是“任何有意义的（语言或非语言）符号指向的其通常所出现的语境的方式，而不仅

仅是指向其指称性意义（即词典义）”[18]。这一概念最早来自符号学家 Peirce 的对符号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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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理论，之后经由 Silverstein[19][20]引入社会语言学中。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指向性意义一般

指的是非指称性的意义，即语言符号所指向的社会意义，包括语域、交际界位与社会身份认

同等[21]。Blommaert注意到，不同的语言变体或语言成分所具有的指向性意义并非平等的，

而是存在着秩序性，并基于此提出了指向性秩序理论。借用社会地理学与世界体系理论中“层

级”（scale）的概念，Blommaert 提出了“社会语言层级”（sociolinguistic scales）[22]这一分

析指向性意义的关键概念，他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语言的使用是在不同的层级上

进行的，这些层级组成的竖直轴线上分布着从本土到全球的不同时空框架，指向了不同的社

会身份，形成了所谓的指向性秩序。想要从较低的层级移动到较高的层级则需要消费一定的

资源，而这些资源的分配往往不均衡，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不平等现象在社会语言生活中的体

现。Slembrouck和 Vandenbroucke进一步指出，层级并非客观、天然存在的，相反，层级应

当被看作是人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其不仅影响了社会活动，也影响了对这些社会活动的

阐释[23]，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对“层级”的解读最好从更为宽泛的“范围大小”出发，而

不是拘泥于单纯地理意义上的“本土--全球”视角，结合实际的情境来设定待研究的层级。

对于本研究而言，指向性与层级同样适用于对公墓墓碑文本的分析，鉴于“指向性”这

一概念过于宽泛，本研究所分析的指向性意义主要局限于逝者的社会身份认同，具体而言涉

及到其所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及其有关的社会关系。Rugg指出，公墓之所以为公墓，其不

仅是家人用以埋葬自己亲属的场所，更是当地的社区用以维持殡葬礼仪的场所[24]。换言之，

现代社会的公共性使得对逝者的纪念不仅仅存在于家庭内部，也会超越这一范围，这也体现

在墓碑符号的设计上，使之所指向的逝者身份认同存在着层级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逝者与

生者（纪念者）之间的关系有关，因此可依据关系类型分为“亲缘”与“业缘”两个层级，

前者强调逝者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而后者则强调逝者的社会成员身份（往往与特定的职业

或事业相关，如老师、官员等），而这两个层级的指向皆可由称谓语完成。

在具体的分析方面，除了对具体称谓语所属类型进行判别外，探索称谓语的指向性意义

还可以从另外两个维度进行。第一个维度是墓碑不同逝者以及立碑人信息的排布方式，从多

模态维度建构了逝者之间或者逝者与生者之间的关系，Kress和 van Leeuwen将多模态文本

中不同区块的排布方式归结为信息价值上的差异[25]，具体到墓碑文本而言即是不同逝者的

“重要性”的差异，在实现形式上表现为“中心-边缘”位置关系和字号大小的区别。第二

个维度则是评价性意义的表达，主要通过称谓语评价性修饰语（如“慈母”中的“慈”）予

以实现，参照Martin和White对评价性意义的分类[26]可以分为“情感”（对情绪的表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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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基于一定社会规范对人的评判）。关于墓碑称谓语评价性意义的分析在笔者的前期

研究[15]中已经有过较多讨论，本文在分析中将直接引用相关结论。

三、研究方法

（一）语料背景

由于本研究是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选取的研究场所是同一座公墓（化名为

“平安公墓”）。平安公墓创办于 1930年，历史悠久，是北京地区的主要公墓之一，有很多

名人选择埋葬于此，但公墓中的逝者仍是以普通人为主。公墓按照五行分为金、木、水、火、

土五个区域，后又新建了新金区与新水区，即共有七个区域，各个区域地位平等，埋葬在各

区的逝者社会地位并无显著差异，名人的墓穴分散在各个区域而并无专门的所谓“名人区”。

因此，平安公墓作为国内较为典型的经营性公墓适合作为本研究分析的场所，且“普通人”

与“名人”身份的区隔也可以反映称谓语所指向的层级差异。

（二）语料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法收集语料，从 2019年 12月到 2021年 11月，笔者选取了公墓

的一个区域（“水字区”）拍摄了共 864张照片，共涉及 651座墓碑。在完成数据收集后，笔

者利用软件 NVivo 11对墓碑的照片进行相关信息的编码，编码内容包括称谓语类型（包括

“亲属类-父母类”、“亲属类-非父母类”与“非亲属类”三类）、墓穴类型（按照埋葬逝者

数量与逝者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单葬墓”、“（夫妻）合葬墓”和“家族墓”）、辈分关系（指

相对于核心墓主人（即墓穴的主要逝者）的辈分高低而非称谓词本身所指的辈分）和是否为

名人（判断标准包括公墓宣传介绍、墓志铭、网络查询与研究者背景知识等），之后将编码

结果导出并利用统计软件 SPSS 22进行总体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统计分析所关注的是墓穴类型、辈分关系与是否为名人三组自变量对称谓语选

择倾向的影响，进而探索了不同类型称谓语在指向性意义上的潜势。由于称谓语类型属于典

型的分类变量，故本研究选择了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作为统计分析方法。在语言学研究

中，Logistic 回归方法常被用于探索不同语言形式的出现条件，因而适用于本研究。表 1展

示了变量的取值及选取的参考变量，其中父母类亲属称谓语占据了主导地位，故可作为参考

变量，而自变量的参考变量的选择也是根据都是公墓多数墓穴的一般情况确定的，在进行了

统计分析后，本研究又通过若干个案对这些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最后得出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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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变量情况表

变量 取值

称谓语类型（因变量） 亲属类-父母类（参考变量）、亲属类-非父母类、非亲属类

墓穴类型 合葬墓（参考变量）、单葬墓、家族墓

是否为名人 否（参考变量）、是

辈分关系 同辈（参考变量）、晚辈、长辈

四、研究发现

（一）总体统计结果

水字区的墓碑共出现对逝者的称谓语共 672例 3，亲属类称谓语共出现了 553例（82.3%）

（其中父母类 463 例（68.9%），非父母类 90例（13.4%）），而非亲属类称谓语出现了 119

例（17.7%）。其中亲属类中以父母类为主，主要形式有“先父/母”、“慈父/母”等，非父母

类涵盖了长辈（“先祖母”）、同辈（“爱妻”）与晚辈（“爱子”）的范围。这表明亲属关系依

旧是联系逝者与生者的主要关系类型，其中逝者的子女是操办父母丧事的主要负责人，因而

在社会层级上指向了亲缘层级。在具体的形式上，亲属类称谓语中带有判断类（如“慈父”

的“慈”）或情感类（如“爱子”的“爱”）评价性修饰语的称谓语占比达到 41.1%，另有

42.6%的亲属类称谓语包含有诸如“先”、“故”、“亡”这类表示“逝者已逝”语义的修饰语

或直接使用指称“已故去父母”的“考/妣”作为称谓语。可以看出，无论是评价性修饰语

的使用还是对“逝者已逝”的强调都展现了墓碑亲属类称谓语与日常生活中对应称谓语在形

式上的明显差异。

非亲属类称谓语中，零称谓占据了主流，出现了 74例（61.7%），而通称和职业称分别

出现了 35例（29.2%）和 11例（9.2%），其中通称主要包括“君”、“公”、“先生/女士”、“同

志”等称谓词，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带有尊称性质的称谓词基本相同，

而职业称多是含有“教师”语义成分的称谓词，如“老师”、“教授”等。由此可见，作为明

确指向业缘层级的称谓语类型的职业称在实际使用中并不多见，而零称谓与通称由于本身并

无明确的指向性意义而为逝者身份的建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相比于亲属类称

谓语，非亲属类称谓语中包含评价性修饰语的例数极少，仅有“恩师”一例。图 1所展示的

使用包含判断类评价性修饰语的父母类称谓语的普通人合葬墓墓碑可以看作是公墓中的一

个典型的案例。

相比于父母类亲属称谓语，非父母类和非亲属类称谓语作为非常规的称谓语类型，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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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定的条件下更倾向于被人们所选择。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本研究涉及的三组

自变量都对称谓语的选择有影响，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的显著性值小于 0.001，表明模型拟合

优度较好，表 2展示了分析的结果。对于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而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墓穴

类型和辈分关系，这类称谓语在相比于合葬墓更倾向于被用在单葬墓的墓碑上，且相比于同

辈更倾向用于长辈或晚辈逝者。这一结果表明，父母身份是墓碑文本主要凸显的身份类型，

而其它类型的亲属身份往往只有在客观条件满足不了（如早逝、无子女等）的情况下才能被

凸显。

表 2：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统计值

自变量

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 非亲属类称谓语

OR p OR p

常数 < 0.001*** < 0.001***

墓穴类型-单葬墓 11.613 < 0.001*** 7.591 < 0.001***

墓穴类型-家族墓 3.464 0.066 6.586 < 0.001***

辈分关系-晚辈 45.156 0.002** 15.330 0.017*

辈分关系-长辈 9.114 0.014*

是否为名人-是 1.915 0.385 14.207 < 0.00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另一方面，三组自变量对非亲属类称谓语的使用都有影响，当墓穴为单葬墓或家族墓时

或逝者为名人时，称谓语使用会倾向于非亲属类。辈分关系的统计结果也表明非亲属类称谓

语更倾向于使用于低辈分的逝者身上，本研究样本中甚至没有非亲属称谓语被用于长辈时的

情况，这也与这类称谓语倾向于用于家族墓的情况相照应，即由于家族墓涉及到不同辈分的

家庭成员，对于辈分高的逝者，人们更倾向于使用亲属类称谓语来明示逝者的亲属身份，而

对于小辈则相对而言更倾向于隐藏其亲属身份。辈分关系与“名人”身份都涉及到权势关系，

而非亲属类称谓语在指向（基于社会秩序的）高权势地位（“名人”）与（基于家庭秩序的）

低权势地位（小辈者）上都表现出了倾向性，这表明非亲属类称谓语并不像亲属类称谓语那

样明确指向了特定的层级，其可能出现的情况更为多样。因此，对于称谓语的指向性意义的

分析还需要结合具体个案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具体而言，本节接下来的分析主要关注单葬墓

与家族墓这两类非常规墓穴类型（以及有关的辈分问题）的称谓语使用情况，以及名人墓碑

的称谓语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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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向亲缘层级：单葬墓的情况

水字区共有单葬墓墓碑 245座，其中使用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的共 60例（24.5%），多

为指称同辈（兄弟姐妹、配偶）与晚辈（子女）亲属的称谓词，非亲属类称谓语共 71例（29.0%），

且以零称谓为主。这两类称谓语在使用于单葬墓上时，往往暗示逝者为早逝者。如图 2所示，

2-①和 2-②4分别为使用非亲属类称谓语与非父母类亲属来称谓语的早逝者的墓碑，两座墓

碑所属的墓穴皆为单葬墓，且二人去世时都未满三十岁。2-①采取了零称谓，没有明示逝者

与立碑人的关系，而 2-②则采用了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爱子”，不仅指明了立碑人与逝者

之间的亲子关系，同时修饰语“爱”的使用建立起了逝者与生者之间的情感联系。除了对逝

者的称谓语外，两座墓碑各自左下部分的立碑人信息也值得注意。总体来看，二者在基本结

构上类似，都是作为长辈的父母的信息在上方，而同辈和晚辈的信息在下方，中间用“率”

或“携”连接，体现了基于家庭秩序的对逝者纪念者的主次关系，无论对逝者的称谓语是否

明示了逝者的亲属身份，立碑人信息对亲属关系的明示反映两类称谓语都指向了亲缘层级。

早逝者去世时其子女（如果有的话）由于过于年幼而无法承担起操办父母丧事的事务，因此

逝者的丧事往往是由其同辈或长辈完成的，这种行为与中国传统殡葬文化中的孝道观念[27]

相违背，因此一些墓碑在设计上会采取某些符号策略以弱化这种亲属关系的呈现，2-①使用

零称谓便是这种策略的一种体现，而 2-②则力图绕过孝道观念的限制，用情感类评价意义

的修饰语建构起逝者与生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前者强调家庭秩序，后者强调情感联系。由此

也可以看出，如果仅针对称谓语本身进行分析很难判断如零称谓这样的称谓语的指向性意义，

还需要从排布方式的角度进行分析，同时对评价性意义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揭示不同类型称

谓语所指向的逝者与生者之间建构的情感联系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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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两类早逝者单葬墓墓碑的比较

（三）指向亲缘层级：家族墓的情况

相比于合葬墓和单葬墓，家族墓在数量上最少，水字区中仅有 33座，而家族墓由于其

可能囊括了不同辈分的家庭成员而使得辈分关系对其墓碑称谓语的使用产生了重要影响，同

时家族墓还存在核心与非核心墓主人的区别，因此排布方式反映的主次之分也是称谓语指向

性意义的重要资源。图 3展示的两座墓碑皆为家族墓墓碑，可以看出，家族墓墓碑的一种典

型模式就是合葬墓（有时为单葬墓）墓碑再加上其他逝者的信息的模式，3-①的核心墓主人

是“先父/母”汪张夫妇，而 3-②的则是“先考/妣”陈王夫妇。两座墓碑的差异在于非核心

墓主人与核心墓主人的辈分关系。3-①的非核心墓主人是核心墓主人的长辈，因此尽管在中

心-边缘关系上被置于边缘位置，但其字号却明显大于核心墓主人的信息，其非父母类亲属

称谓语的选用也明示了其长辈身份。与之相反，3-②的非核心墓主人是核心墓主人早逝的儿

子，其信息甚至没有展示在墓碑的主体，而是在附加部分上，其次要性更为凸显，且称谓语

为零称谓，并没有明示其亲属身份，逝者信息之下的“陪伴父母”的墓志铭虽然说明了逝者

之间的关系，但“陪伴”一词的使用又强化了其附属地位。正如前述统计结果所反映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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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类称谓语都更倾向于在家族墓墓碑上使用，但非亲属类称谓语与低辈分关系更密切，

由此也凸显了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指称长辈的重要功能。由此可见，对于作为长辈的非核心

墓主人，墓碑在设计上力图要突出其辈分关系，强调逝者为需要被尊崇的长者，亲属类称谓

语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明示具体亲属身份的作用。而对于作为晚辈的非核心墓主人，则类似

于前述早逝者墓碑的处理方式，利用零称谓隐去了逝者的亲属身份。这种关系建构模式依然

是基于家庭秩序的，因而也是指向亲缘层级的体现。

图 3：两类家族墓墓碑的比较

（四）指向业缘层级：名人墓碑的情况

平安公墓的一大特点即是有很多名人选择在此埋葬，而公墓管理者也乐于将其作为“卖

点”向顾客展示，而在具体的墓碑的设计上也会对“名人”与“普通人”身份进行区分。在

称谓语使用方面，名人墓碑的非亲属类称谓语使用更多，其中职业称的使用明确了逝者生前

所从事的职业，明确地指向了业缘层级，通称与零称谓配合墓碑的其它符号要素（如讲述逝

者生平的墓志铭、逝者头像等）也塑造了逝者作为社会成员而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形象，同

样指向了业缘层级。非亲属类称谓语的使用不一定明示了逝者的具体社会角色，但其排除了

亲属身份的表达，为塑造逝者“对社会有贡献之人”的身份提供了空间，再配合其它符号要

素得以完成“名人”身份的建构，对逝者的纪念因而被认为不再只局限于家庭范围而应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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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范围。

图 4展示了公墓埋葬的一位名人的墓碑，该墓穴属于家族墓，核心墓主人（以下称“逝

者”）是我国一名著名的运动员，墓碑右侧展示了作为非核心墓主人的逝者父母的信息。墓

碑对逝者的称谓语为通称“同志”，而对其父母则用的是父母类称谓语。然而，除了在称谓

语上明示了亲子关系，父母的信息被置于边缘的位置且字号明显更小，这与前述的家族墓有

很大不同。这表明逝者被置于高权势的地位，与传统家庭秩序下长辈被置于权势地位的情况

截然相反，因此这里权势关系的建构不是基于家庭秩序而是社会秩序，即作为名人的逝者比

其父母处于更高的地位。同时，对逝者的称谓词“同志”以及立碑人“国家体委训练局”也

表明对逝者的纪念是在社会而非家庭范围进行的。除此之外，该墓碑的墓志铭记录的内容也

为逝者的生平（尤其是其生前所获奖项），而对其父母的情况只字未提。综上所述，该墓碑

以称谓语为中心，力图建构起逝者“为国争光的运动员”身份，明确指向了业缘层级。

图 4：名人墓碑示例

五、讨论

从前述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墓碑称谓语在具体的形式上以及使用上，与日常生活情境

下的称谓语使用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从形式上讲，亲属类称谓语并非简单对汉语亲属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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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系统的直接复制，而是将其与殡葬活动进行联系，从而实现了明示“逝者已逝”或者对逝

者进行评价的功能。而在使用上，称谓语的形式与其所指向的层级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

尽管亲属类称谓语确实明确指向了亲缘层级，但非亲属类称谓语的具体指向性意义却受到称

谓语本身的具体形式、墓碑排布方式等的影响而使之在指向性意义上呈现出了较多样的特点，

脱离了墓碑这一载体来讨论称谓语的指向性意义是不合适的。

首先，亲属类称谓语中的父母类作为平安公墓墓碑称谓语中的常规类型，不仅与亲缘层

级紧密相关，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是对中国传统殡葬文化中孝道观念与家族观念[27]的遵循，

表明家庭依然是目前我国进行殡葬活动的主要单位。与之对应，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更能够

反映亲子关系之外的亲属关系。笔者前期对亲属类称谓语的研究指出，亲属类称谓语在修饰

语上的选择体现了不同代际之间的权势与同等关系，父母类称谓语多包含判断类评价性修饰

语，而（表征同辈或晚辈的）非父母类亲属称谓语多包含情感类评价性修饰语，即子女对已

故长辈的纪念表现出对其尊崇与感恩的情感。而当逝者是同辈或晚辈时，情感联系则属于更

为纯粹的“爱”，因而这种指向亲缘层级的身份认同不仅仅单纯塑造了逝者的亲属形象，更

是力图与生者建立某种联系[15]。

不同的是，非亲属类称谓语既可能指向亲缘层级也可能指向业缘层级，且与权势关系的

建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非亲属类称谓语建构低权势地位时（往往是零称谓），其语义上的

非亲属性使之与立碑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被隐藏，不仅表明其指向的是亲缘层级，更暗示了逝

者作为家庭秩序中低权势地位的参与者其亲属身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隐藏”的状况。

当其被用于建构高权势地位时，这类称谓语语义上的非亲属性又为“升格”到业缘层级提供

了空间。就平安公墓的情况来看，当称谓语指向业缘层级时，其建构的“名人”身份与其他

“普通人”身份的区别并不在于实际政治经济权力的高低，而是社会影响力上的“软权力”，

一个佐证即是职业称中出现的往往是与“教师”语义相关的称谓词，而公墓在公开宣传中宣

扬的“社会名流埋葬之地”也印证了这一点。此外，由于非亲属类称谓语基本不包含评价性

修饰语，这也使得其不像亲属类称谓语那样力图建立起逝者与生者之间的情感联系，故而将

二者的距离拉远，这既可以理解为试图隐藏逝者的亲属身份以避免与孝道观念的冲突，也可

以理解为对“名人”的纪念不仅局限于家庭范围而使得与逝者并无情感联系的“陌生人”可

以参与其中。因此，非亲属类称谓语与其说是用非亲属关系替代了亲属关系的表达，不如说

是消除或隐藏了逝者身份中的“亲属”成分，但并不一定有社会身份的填充，仅仅是为更多

指向性意义的建构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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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亲属类称谓语在指向性意义上的多样性也表明，对称谓语意义的理解需要从其所处语

境的角度考虑，称谓语与其它语言文字或多模态的要素产生了互动（尤其是与立碑人信息的

照应），共同建构了逝者的身份认同，这印证了 Agha 关于语篇层面指向性（text-level

indexicality）的论述，“如果将一个片段从产生效果的文本过程中孤立出来，那么这一因之

而‘分离的’的符号片段似乎就无法解释那种语篇层面的效果了”[28]。墓碑文本作为一个

多模态的符号聚合体，称谓语不是唯一有意义建构潜势的符号要素，但其可作为墓碑文本各

种要素进行组合的中心节点，其它的符号要素则依附于称谓语或为其意义表达进行细化。

最后，现代公墓与中国古代的家族墓地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公共性，埋葬的逝者之间失去

了“家族”这一联系纽带。与之对应的日常生活空间中实际上也发生的类似的转变，城市化

使得传统的大家族模式被核心家庭模式所取代，城市居民在日常交往中所遇到的人多数也并

非自己的亲属，公墓空间作为日常生活空间在死后世界的映射，也反映了这种变化。对逝者

的纪念不仅是对私人关系的表达，更是对集体身份认同的表达[29]。在这一背景下，对逝者

的纪念不仅具有私人性，也可能具有公共性。业缘层级的指向性意义所反映的即是将对逝者

的纪念从私人活动升格为公共活动的情况，并通过称谓语选择使对逝者的纪念的公共性合法

化，就平安公墓的情况而言，“名人”身份的建构就是建构公共性纪念意义的重要模式。

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平安公墓墓碑的称谓语使用情况，尤其是亲属类（父母类、非父母类）

与非亲属类称谓语的分布情况及其指向性意义，探索了墓碑文本是如何通过建构逝者基于指

向特定层级的身份认同来完成对其的纪念的。称谓语作为一种名词性的结构不仅仅是一种客

观的指称，更揭示了被指称对象复杂的社会属性、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30]，为建构逝者身

份提供了丰富的意义资源。将称谓语的概念纳入对墓碑文本的分析不仅凸显了其作为墓碑一

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更凸显了其对逝者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的定位。而对墓碑称谓语的研究

也表明，称谓语并非是一个单一的系统，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下，其意义并不一致，对其的理

解并不能局限于称谓语本身的语义结构，对墓碑称谓语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公墓与墓碑这一大

的基本语境之下来理解其所指向的社会意义。

另一方面，亲缘层级作为公墓墓碑称谓语所指向的常规层级，反映了家庭在对逝者进行

纪念中的核心地位，而通过称谓语的选择，对逝者的纪念范围可能“升格”到更高的层级，

将传统上被认为是家庭内部事务的殡葬活动扩展到了社会公共生活中，这印证了 Gal关于

“公共/私人”作为一种语言意识形态的论断[31]。同时，对部分逝者（如本研究涉及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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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纪念的公共性意义的建构使得不同逝者之间在纪念上存在了不平等现象，因此对于公

墓管理者而言，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愈发重要的背景下，如何保证对逝者纪念的公共性与私

人性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对“普通人”逝者的公共性纪念意义的发掘也有助于人们对亲属

之外的死亡产生共情，进而促进全社会的死亡教育。

注释

1、尽管墓碑所附的墓志铭中也多有指称逝者的名词性成分，但本研究并未将其对逝者称谓

语的研究之中。

2、本文所指的“零称谓”为墓碑的逝者信息部分除了其姓名外再无其它显性的称谓成分的

情况。

3、存在家族墓包含多种称谓语的情况。

4、为了记述方便，图 2、图 3所示墓碑分别用“2/3-①/②”表示，即“图编号-墓碑编号”。

参考文献

[1]Hallam, E., Hockey, J., & Howarth, G. (1999). Beyond the Body: Death and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2]Pennycook, A. (2019). Linguistic landscapes and semiotic assemblages. In M. Pütz & N. Mundt (eds.),

Expanding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Linguistic Diversity, Multimodality and the Use of Space as a Semiotic

Resource.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75-88.

[3]LANDRY, R. & BOURHIS, R. Y.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16(1): 23-49.

[4]Jaworski, A. & Thurlow, C. (2010). Semiotic Landscapes: Language, Image, Space. London: Continuum.

[5]高一虹. 死亡话语类型与社会变迁探索[J]. 外语研究，2019（2）：1-6

[6]Braun, F. (1988). Terms of Address: Problems of Patterns and Usage in Variou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7]Brown, R. & Gilman, A. (1960). 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T.A.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IT Press. 253-276.

[8]祝畹瑾. “师傅”用法调查[J]. 语文研究，1984（1）：44-47

[9]BROWN, R. & FORD, M. Address in American English[J].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1,

62: 375-385.



殷成竹：墓碑亲属类与非亲属类称谓语的指向性意义——对北京某公墓的考察

华人生死学．2023．（1）：57-72 71

[10]Evrin-Tripp, S. M. (1972). Sociolinguistic rules of address. In J.B. Pride & J. Holmes (eds.), Sociolinguistics:

Selected Reading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225-239.

[11]祝畹瑾. 汉语称呼研究——一张社会语言学的称呼系统图[J]. 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1

（1）：71-73

[12]GIGUERE, J. M. Virtuous women, useful men, & lovely children: Epitaph langu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nd social status in Cumberland County, Maine, 1720-1820[J].Markers, 2007, 24: 1-23.

[13]KARIMNIA, A. & JAFARI, F. 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moves in the formation of Iranian epitaphs[J].

Semiotica, 2019(229): 25-39.

[14]张积家、陈俊. 汉语称呼语概念结构的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2007（5）：41-49

[15]殷成竹. 墓碑亲属类称谓语的意义变迁与身份认同——对北京某公墓的考察[J]. 外文研究，2022，10（3）：

13-20

[16]马宏基、常庆丰. 称谓语[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30-35

[17]Blommaert, J. (2010).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YODER, M. M. & JOHNSTONE, B. Unpacking a political icon: ‘Bike lanes’ and orders of indexicality[J].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2018, 12(2): 196.

[19]Silverstein, M. (1985). 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of gender: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tructure, usage, and ideology.

E. Mertz & R. J. Parmentier (eds.), Semiotic Mediation: Socio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rlando:

Academic Press. 219-259.

[20]SILVERSTEIN, M.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J].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003, 23: 193-229.

[21]JOHNSTONE, B., ANDRUS. J., & DANIELSON, A. E. Mobility, indexicality, and the enregisterment of

“Pittsburghese”[J].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006, 34(2), 77-104.

[22]BLOMMAERT, J. Sociolinguistic scales[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07, 4(1): 1-19.

[23]Slembrouck, S. & Vandenbroucke, M. (2020). Scale. In K. Tusting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inguistic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70-83.

[24]RUGG, J. Defining the place of burial: What makes a cemetery a cemetery?[J].Mortality, 2000, 5(3):

259-275.

[25]Kress, G. & van Leeuwen, T. (200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177.



殷成竹：墓碑亲属类与非亲属类称谓语的指向性意义——对北京某公墓的考察

华人生死学．2023．（1）：57-72 72

[26]Martin, J. R. & White, P. R. R.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7]王夫子. 殡葬文化学：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读[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216-222

[28]Agha, A. (2007).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

[29]BUCKHAM, S. Commemoration as an expression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group identities: a case study

of York Cemetery[J].Mortality, 2003, 8(2): 160-175.

[30]Schiffrin, D. (2006). From linguistic reference to social reality. In A. de Fina, D. Schiffrin, & M. Bamberg

(eds.), Discourse and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3-131.

[31]GAL, S. Language ideologies compared: Metaphors of public/private[J].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2005, 15(1): 23-37.

The Indexical Meaning of the Kinsfolk and Non-kinsfolk Address

Terms on Graveston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a Cemetery in Beijing

Yin Chengzhu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ddress term system positions people’s social roles and social relations, which also

applies to the address term uses in non-interactional situations, including the choice kinsfolk and

non-kinsfolk address terms on gravestones. Based on Blommaert’s theory of orders of indexicality,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address terms of the deceased on gravestones at a cemetery in Beij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kinsfolk address terms have definite indexical

meaning non-kinsfolk address terms can index either of the familial or occupational scale,

depending on not only address terms per se but the whole gravestone text the context. Different

address terms index identities of the deceased on different scales, providing legitimacy to the

private or public commem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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